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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接姑娘,
请女婿,小外孙儿也要去。今儿搭棚,明儿挂彩,羊
肉饺子往上摆,不吃不吃吃二百。”这首有着众多异

文的童谣流传于中国各地,其中洋溢的浓浓乐趣曾

经荡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其所描述的图景至

今依然能引发一部分人的幸福回忆。对曾经生活于

乡土社会的中国人而言,去外婆家做客是童年生活

中为数不多的乐事之一。然而,与外婆家相关的记

忆并不总是充满着欢乐。河南原阳的一首童谣这样

唱道:“小黑妮,黑溜溜,俺到姥姥家住一秋。姥姥见

了怪喜欢,妗妗看见瞅两眼。妗妗,妗妗你别瞅,豌
豆开花俺就走。”陌上青青,水红色的豌豆花在和风

中摇曳,这幅风情图卷虽然有着明丽的底色,画中那

位告别外婆,蹒跚行走在归家之途上的敏感少年,却
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淡淡哀愁。这就是传统中国

人的外婆家:既是家庭之外的欢乐驿站和幸福港湾,
也是炎凉世态和冷暖人情交织的小舞台。事实上,
乡土社会中所有的姻亲关系几乎都具有这种二重属

性。姻亲关系既能帮助人们拓展社会空间和支持网

络,也可能会带来利益纷争和情感困扰。
虽然姻亲关系在传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但略显悖论的是,学术界对其研究并不

充分。如果比照以家庭、宗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研

究,对姻亲关系的研究则显得更为薄弱。对此,中国

研究专家葛伯纳夫妇提出,在弗里德曼宗族范式的

强势影响下,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成了以父系亲

属制度和宗族制度为主导的刻板印象,这种先入之

见阻碍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对经验资料的解

释。这一观点可以部分地解释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社

会中姻亲关系的忽视,毕竟绝大多数汉学家们不是

成长于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最初

认识主要来自于前辈汉学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因此

受到西方既有汉学传统的影响、阻碍甚至误导都是

情有可原的。可是,对于自幼生长于中国社会,对中

国文化耳濡目染的国内学者而言,造成对姻亲关系

研究不足的主要障碍,还在于姻亲关系研究本身具

有很多难点。
首先,与家族、宗族等血缘关系相比,姻亲关系

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因而难以把握。对学术研究而

言,把握那些流变无形,因情境而异的东西,确实困

难。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创造一个新制度比修

正原有的制度要不经济得多,因此,与其对姻亲关系

进行初始描述并发现规律,建立模型,还不如对原有

的宗族研究进行发展和修正。理性的研究者们自然

会回避姻亲关系这一领域。
其次,对经验研究者构成巨大挑战的是,姻亲关

系在实际生活中不易测度。姻亲关系就是通过婚姻

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个概念从理论上看来似乎简

单而明确,但一旦进入经验研究的领域,研究者首先

就会面临分析单位选择的困难。原因在于,判定姻

亲关系的基点是个体,但人们的生活实践很少是以

个体为单位进行的,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人情往

来,大都是以家庭、家族甚或村落社区为单位而开展

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二元困境:如果坚持姻亲关系的

理论定义,那么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纯粹的姻亲关系

实践;如果尊重民众生活的本来面貌,则研究者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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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又难以把其中牵涉的

姻亲关系分离出来。不从方法论上解决这一问题,
对姻亲关系的经验研究就难以开展。事实上,类似

的困境在民俗学研究中常常会遇到。当研究者们同

意民俗学的研究应转向对“民俗生活”“日常生活”的
分析后,更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习俗与整体生活

浑然一体的自在世界中把握住“民俗”。找不到测度

民俗生活的经验单位,民俗学的生活转向最终只能

停留在理论呼吁上。
最后,姻亲关系及其实践属于民众自在的生活

领域,因而具有非自觉性和非反思性的特点。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姻亲关系的内容虽然不断丰富,具
体形式也多有变化,但其服务于人类种的繁衍的属

性却始终如一。对一般民众而言,种的繁衍是一个

由重复性机制所统治的生活领域。在这一领域,他
们虽有诸多实践,但很少进行自觉反思,更无理性分

析,因此常常处于“知之而难以言表”的状态。无疑,
这也加大了姻亲关系研究的难度。

由此可见,诸多难点的存在,是导致学界对姻亲

关系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取得对中

国社会中姻亲关系研究的进展,首先必须突破这些

固有的难点。刁统菊博士的近著《华北乡村社会姻

亲关系研究》挑战了这些难点,因而推动了这一领域

相关研究的深入。
针对姻亲关系在实际生活中难以测度这一难

题,刁统菊博士在研究中没有拘泥于对“姻亲”这一

概念的理论定义和法律界定,而是遵从民众在日常

生活中形成的地方观念和传统习俗,认定“姻亲关系

是指一切经由联姻建立的关系,是宗族成员以外的

亲属”[1](P39),它基本上等同于华北乡村社会中“亲
戚”这一概念。这一处理不仅仅是对研究对象的限

定,更重要的是,它为在日常生活中观测和研究姻亲

关系找到了现实的单位。“姻亲”是对个人而言的,
而“亲戚”则是对家庭、宗族乃至村落而言的,也正因

为如此,在经验研究中,可以以家庭、家族和村落社

区为单位,来讨论姻亲关系的实践[1](P41)。例如,在
第一章对于通婚圈的研究中,作者以山东红山峪村

作为分析单位,通过对整个村落婚嫁对象的物理距

离、通婚村落的社会位置以及通婚社区的共享文化

等内容的研究,发现了影响人们选择通婚对象、建立

姻亲关系的一些原则和观念。显然,如果执着于对

姻亲关系的理论界定,就可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研

究资料而难以发现这些隐而不显的原则和观念。
而针对姻亲关系实践缺乏制度化和自觉性这一

难点,《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则在方法论上

进行了创新。姻亲关系所生发、运行的日常生活世

界虽然难以把握,但习俗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凝结,
却体现出一定的重复性和模式性。刁统菊博士从民

俗学视角,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姻亲交往习俗,通过

细致的民俗志描述,提供了很多姻亲交往的细节。
刁统菊博士强调,要“在生活层面上切实观察中国乡

土社会姻亲制度的基本特征”[1](P27),正是这一创新,
使得《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能够通过对日常

生活中姻亲关系实践的解读来把握“亲戚理”[1](P70)。
作者发现,在民众的观念中,如何恰当得体地与亲戚

交往和互动,依据是“亲戚理”。换言之,表面上纷繁

复杂的姻亲交往实践之流的下面隐藏着相对稳定的

“亲戚理”。只不过因为缺乏制度化和自觉性,这种

“亲戚理”不仅为既往的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日常生

活中的当事人也难以明确表述。但因为作者关注的

恰恰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她能敏锐地把握到这

种“亲戚理”的存在,并通过扎实的民俗志研究展现

了诸种“亲戚理”。例如,在书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中,
通过对民俗志方法的娴熟运用,作者细致入微地描

述了人生仪礼的细节。其中,通过对丧礼上丧服、行
礼方法和次数、喇叭钱数额、翻财、摔盆等细节的描

写,姻亲关系的亲疏远近自然呈现出来,而通过这种

呈现,“亲戚理”也就昭然若揭了。
需要注意的是,《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

对“亲戚理”的把握没有停留在静态的描述上。一方

面,作者关注到了姻亲关系本身的建立和变迁机制。
在“姻亲关系的仪式性表述”部分,作者通过对人生

仪礼中姻亲交往的细致分析,不仅展现了“亲戚理”
的具体图景,而且发现姻亲关系并不等同于一个个

静态的亲属团体。在民众生活的世界中,真正存在

的只是“一个透过各种生命仪式随着代际而进行更

替的相对稳定的姻亲结构”[1](P132)。另一方面,在全

书的第四、五、六章中,作者还考察了姻亲关系对个

人身份、性别角色、村落社区的建构过程。通过这种

考察,我们发现,姻亲关系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而且正是通过姻亲交往,华北乡村社会的

个体才得以顺利成长,家庭和家族才得以再生产,村
落社区才得以聚合和维系。

得益于这些创新,《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

究》一书为推动姻亲关系研究的深入做出了贡献。
首先,该书通过民俗志研究提供了大量日常生活中

姻亲关系实践的细节。在题为“姻亲关系的仪式性

表达”章节中,作者要言不烦地描述了结婚、回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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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丧葬等日常生活场合中的仪式实践和姻亲参与

情况。这种有关姻亲交往实践的民俗志研究,一方

面为“亲戚理”的发现提供了厚实的经验基础,让作

者关于乡村社会中姻亲关系的特征、姻亲交往实践

的秩序以及姻亲交往对乡土社会的建构等论述有据

可循;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的姻亲关系研究积累了可

观的第一手资料。
《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的第二个贡献在

于揭示了大量的“亲戚理”。该研究采用了大量“地
方性概念”,这也支持了作者所主张的“用当地社会

的概念来分析通婚以及姻亲交往的原则”[1](P29)。这

一方法的贯彻,让作者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

世界中,透过当地人的眼睛来看待日常生活世界中

的“亲戚理”。例如,在第四章对婚姻偿付制度进行

讨论时,作者注意到了华北乡村社会常用“赔送”一
词而不是“陪嫁”,对这一地方性概念及其实践的解

读不仅能揭示当地的嫁妆实践,还能深入揭示民众

的价值观念。在第六章讨论姻亲关系与家族组织

时,作者分析了红山峪村一带兴起的“送拍子”习俗。
通过对这一独具地方特色的习俗的详细分析,作者

论证了姻亲交往中给妻集团对受妻集团家族的多重

影响,姻亲关系与家族组织之间的关系自然从中显

现。
在此基础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还

纠正了因宗族研究的兴盛而可能产生的片面认识。
作者提出,在华北乡村社会的日常实践中是“双系并

重”的,姻亲关系同样是乡土社会的重要建构性力

量[1](P291)。学界早已注意到,与华南社会单姓村落、
宗族村落盛行不同,华北社会杂姓村落居多。形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学界也多有论述,大致不离历史上

天灾人祸与战乱所导致的人口流动、社会组合等因

素。但是,学界对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迁

徙、组合、安居、生息、繁衍的具体过程如何展开和完

成则所论不多。通过田野考察,作者发现了华北乡

村社会“偎亲戚”现象[1](P229),即一个家庭可以依靠

姻亲关系而投奔到亲戚所在的村落并在那里安家落

户。“偎亲戚”现象不仅能够说明姻亲关系对华北村

落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还能深入揭示

华北地区杂姓村落形成的微观机制。
在资料的运用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

究》略有缺憾。虽然作者不时引用地方歌谣和谚语,
但没有对相关民间文学作品进行集中分析。事实

上,不论是华北地区还是华北之外,民众在世代生活

实践中创造和累积了宏厚丰赡的民间文学资源。上

个世纪的民俗学运动以来,几代民俗学者和基层工

作者不懈努力,已经采集了可观的民间文学作品。
在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和谚语中应该存在大量有关

民众姻亲交往的内容。如果对研究区域内相关主题

的民间文学资源进行系统爬梳和解读,则既可以揭

示民众观念层面的持久性模式,又可以弥补以社区

参与观察为主的共时性研究在资料方面的欠缺。
此外,随着数十年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人曾

经熟稔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虽然作者也注意到了

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在当下的新表现,但姻亲关

系所发生的变化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同时,作为人

类自在的交往活动之积淀,传统的姻亲交往习俗在

建设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中需不需要进行批

判,也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总之,通过成功地挑战既有的研究难点,《华北

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推进了对中国社会中姻亲

关系的认识,并在这一领域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就如同从宗族团体向公民社会的演进一样,在社会

变迁的洪流中,姻亲关系以及潜隐在其中的“亲戚

理”也可能被解构。对于这种解构,虽然无须投以乡

愁式的回望,但其中涉及的乡土社会结构原则、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等进一步变化,值得社会科学工

作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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